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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性技术的自身特性及其对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决定了政府需要科学有效地发挥应有作用，以推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论文从政府作用的动因、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府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途径等三个方面，对近年来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梳理和评述，并提出了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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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ic technology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determine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its due role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ic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us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reviews and comments relevant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motiv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plays its role. And finally, It proposes some directions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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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技术是介于基础性研究与市场化开发之间的技术，处于产业创新体系的中间环节[1],对整个行业或产业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带动作用，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技术基础，是行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障[2]。对此，《中国制造2025》明确，通过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等重大工程，实现长期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然而，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共性技术供给不足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共性技术成为了制约制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发展的瓶颈。此种情况下，加快共性技术创新是当前实现制造业升级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共性技术的应用基础性[3]、准公共物品性质[4]等特征使得私人部门对共性技术研发的参与不足。因此，政府介入、政府作用的高效发挥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政府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梳理和评价，并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介入的动因、政府角色定位，以及政府作用的方式、途径和原则等方面展开。
1 政府介入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动因研究
（1）外部性角度的研究。共性技术本身所固有的外部性特征引起多重失灵，从而需要政府介入已得到诸多研究的支持。Tassey[5-6]最早从经济学中公共物品的角度，将共性技术作为技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并在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应当干预技术基础设施以提供共性技术。外部性引起失灵的突出表现是共性技术溢出效应明显、知识产权难以清晰界定、研发风险高，以及私人部门参与共性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受到限制。对此，Tassey[7]基于多元技术增长模型提出，共性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私人部门难以承担其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需要政府支持。盛永祥等[8]认为，共性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在共性技术研发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外部性引起失灵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共性技术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企业等组织难以成为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的主体。吴建南等[9]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的研究发现，共性技术的社会效益十分广泛，其市场失灵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政府需要有所作为。亦有研究认为，由于准公共物品属性及外部性，共性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程度较高，需要政府给予重点支持和关注[10]。
（2）研发阶段角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普遍认为，共性技术处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的中间环节，技术和市场风险高，需要政府介入并支持。Tassey[6]指出，共性技术是将基础研究阶段获得的科学知识推向市场应用的第一步，处于研究开发的早期阶段，距离实现商业化时间较长[7]，企业等组织的理性选择必然是投资不足。韩元建等[11]提出，共性技术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高，易发生投入不足的现象，因此需要政府介入，从而为后续应用研究和开发提供基础。
相关的研究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介入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动因研究
	政府作用的动因
	理论文献

	外部性
	Tassey[4,5-6]；Kokshagina等[10]；盛永祥等[8]；吴建南等[9]

	研发阶段
	Tassey[6,7]；韩元建等[11]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已有研究基于共性技术及其研发阶段特征，阐明了政府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取得了普遍共识，但对于政府该如何发挥作用以推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以及政府作用发挥的具体机制涉及较少。
2 政府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供给推动方和扩散的桥梁和纽带两个层面展开。
2.1 供给推动方
Tassey[5]认为，政府的支持政策要充分弥补相应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其后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共性技术研发风险极高，需要政府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以资金支持等方式促进其研发突破[12]。贺正楚等[13]认为政府要牵头带动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韩元建等[11]认为，共性技术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政府介入共性技术研发的正当性、条件、方式和程度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Tassey[4]、Czarnitzki等[14]达成共识，认为政府参与可有效缓解共性技术研发供给的多重失灵。亦有学者对政府在共性技术研发中的作用进行定量研究。如熊勇清等[15]建立了双维两阶段筛选模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公私合作”开发中企业合作方的选择提供了依据。刘波等[16]运用扎根理论构建模型，探讨了政府购买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决策的影响因素。盛永祥等[8]建立投资博弈模型，探索了政府和企业对共性技术研发投资的最优比例问题。政府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共性技术研发层面，还包括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建设等方面。例如，于斌斌等[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供给已经形成以政府研发为主，辅之产学研联合研发和企业间合作研发的供给体系。
2.2 扩散的桥梁和纽带
扩散可推动共性技术的二次乃至三次应用开发，这也是国家在整个技术生命周期保持竞争力的需要[18]。可见，扩散是共性技术发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前提[19]，往往引起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
然而，共性技术扩散十分困难[21]，政府需要充当关键的桥梁和纽带。对此，学者们对政府在共性技术扩散中的作用进行了验证。如邹樵等[22]认为，优质共性技术会在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下得到有效扩散。韩元建等[23]则基于企业的视角对其进行阐述，表明政策的引导可提升企业学习或了解某种共性技术的意愿并降低其实现难度。类似地，邹樵[20]认为，政府对共性技术扩散的引导有利于企业低价获取共性技术。可见，政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共性技术扩散的效果。
归纳上述研究，不难发现政府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充当着供给推动方和扩散的桥梁和纽带的重要角色，相关研究汇总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关于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1）龙头企业的资源丰裕程度高，通常拥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设备，是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的中坚力量。但已有研究较少涉及龙头企业的中间角色问题。（2）已有研究偏向于共性技术供给导向的政府作用研究，而扩散层面的政府作用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是从创新网络视角，基于网络结构分析中的结构洞角色，对政府作用促进共性技术创新的研究较少，且已有研究较多停留在政府作用的定性分析方面。
表2 政府作用的角色定位研究
	角色定位
	理论文献

	供给推动方
	Tassey[4,5,12]；盛永祥等[8]；韩元建等[11]；贺正楚等[13]；Czarnitzk等[14]；熊勇清等[15]；刘波等[16]；于斌斌等[17]

	扩散的桥梁和纽带
	Tassey[18]；Maine等[19]；邹樵[20,22]；Ardito等[21]；韩元建等[23]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3 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方式、途径
    关于政府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较大分歧。有研究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孙福全等[24]；樊霞等[25]），有研究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张振刚等[26]；陆立军等[27]），也有研究关注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平衡问题，亦有研究认为，政府作用的发挥应当基于产业发展周期（盛永祥等[28]）、共性技术的类型（李纪珍[29]；王宇露等[30]）等进行调整。从已有研究来看，政府主要通过牵头搭建创新平台、政策与制度引导和资金支持与服务三大具体方式和途径介入共性技术的创新发展。
3.1 牵头搭建创新平台
政府牵头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研究中心和技术战略联盟等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是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扩散的主要技术创新单元。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需发挥宏观作用，将创新平台与共性技术创新统筹到一个技术轨道。Sawhney等[31] 基于政府和企业的差异性作用提出，政府应当在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中起主导作用，企业则应占据主体地位。郑小碧[32]表示，政府主导区域创新平台建设和运行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Ardito等[33]提出，政府应搭建平台以促进组织间的知识交流，从而提高共性技术瓶颈突破的可能性。王宇露等[30]的研究表明，在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各种资源中，政府提供的扶持政策具有稀缺性。
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学者探讨了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政府作用的路径模式。如薛捷等[34]分析了美欧日韩等国家、地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基于“官产学研”合作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思路。韩元建等[35]提出，政府需要制定政策鼓励行业协会、创新联盟等社会组织或中介机构搭建共性技术的供需对接平台。王宇露等[30]认为，政府应作为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策划、组织与参与规则制订者，决定平台的发展方向、技术创新方向等涉及平台整体发展的重大事项。
3.2 政策与制度引导
首先，已有研究阐述了政策与制度引导的具体形式。如韩元建等[23]认为，政府的角色是通过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引导和鼓励企业成为共性技术研发决策、投入、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王宇露等[30]提出，政府在产业发展、企业扶持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有着决定权。盛永祥等[8]认为，政府通过投资共性技术研发项目和设立国家研究所等政策发挥投资主体作用引导共性技术发展。
其次，学者们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公共科技产品存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开发模式，但均有一定的缺陷[36]。于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开发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模式。而共性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也需要和企业需求紧密地对接。可以说，共性技术创新发展需要政府引导并统筹布局。韩元建等[35]从理论、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研究了美国政府支持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演进，提出了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最佳平衡等政策建议。朱桂龙等[37]提出，应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构建多层次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王福涛等[38]认为，需根据区域发展的市场化水平等具体情势确定共性技术供给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最后，基于政策与制度引导的作用客体，学者们探讨了政府在产学研和技术联盟中的引导作用。朱桂龙等[37]提出，使政策成为推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三大主体进行共性技术协同创新的引导和粘合剂，以构建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殷群等[39]系统分析了中美日等国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实践经验，认为政府应在政策法规层面促进联盟的协同优化。
3.3 资金支持与服务
樊霞等[25]提出，政府应通过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引导、支持创新主体对共性技术的研发创新。贺正楚等[13]认为，政府应从融资渠道、税收政策、政府采购等方面加大对共性技术研发资金的支持力度。韩元建等[35]认为，政府可通过财政资助的方式支持共性技术的持续研发，从而进一步提升技术性能，降低共性技术获得市场认可的难度。另外，为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政府应选择最有效的工具，即税收优惠或直接资助[40]。
除资金支持外，亦有研究探讨政府服务职能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如熊勇清等[15]提出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中充当开发效率监督和资源协调配置等角色。孙亮等[41]构建了三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协调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关研究汇总如表3所示。
表3 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方式、途径
	         政府作用的方式、途径
	理论文献

	
	牵头搭建创新平台
	郑小碧[32]；Ardito等[33]；王宇露等[30]；薛捷等[34]；韩元建等[35]

	
	政策与制度引导
	韩元建等[23,35]；Tassey[36]；朱桂龙等[37]；王福涛等[38]；殷群等[39]

	
	资金支持与服务
	贺正楚等[13]；熊勇清等[15]；韩元建等[35]；樊霞等[25]；Tassey[40]；孙亮等[41]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4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4.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共性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问题，现已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从外部性和研发阶段角度阐释政府介入共性技术创新的动因。认为共性技术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共性技术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主动介入。同时，虽然共性技术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技术基础，但却处于市场化开发前的阶段，创新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必然投入不足，因此需要政府的主动介入。（2）从供给的推动方和扩散的桥梁和纽带等方面阐述政府的角色作用定位。认为政府一方面是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核心主体，需要发起和引导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同时又是共性技术传播和扩散过程中的主导力量。（3）关于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政府作用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已有研究认为，政府主要通过搭建创新平台、政策与制度引导、资金支持与服务等方式和途径促进共性技术的创新发展。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关于政府是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变量、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共性技术创新具有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学界已经取得高度认同，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1）关于“政府作用”这一概念，已有研究缺乏对其概念、内涵及其范畴的清晰且统一的界定、描述，从而导致已有研究中概念使用不统一、指标构建不一致等现象。（2）关于政府作用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已得到学术和实践领域的普遍认同，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的描述性分析，难以系统揭示政府作用影响共性技术创新的深层次的作用机制和内在机理。（3）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作用影响共性技术创新的动态分析，其实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组织形式、实现方式、作用路径等存在很大差异，已有文献缺乏基于动态的纵向研究数据对政府作用与共性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4）基于共性技术类型、产业类别等的差异性对上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如对于关键性共性技术、基础性共性技术和一般性共性技术，政府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必然不同，政府作用对共性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理亦会存在较大差异。
4.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发展完善：
（1）“政府作用”变量的细化和量化研究
首先，政府作用的发挥，科学、合理、适用的政策引导是关键。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作用的具体形式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如创新政策和制度对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共性技术创新成果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容错机制，政府直接投入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等。其次，应重视顶层规划和统筹设计对共性技术创新的重要引领作用，后续研究应重视战略部署、组织管理和协调实施等，从而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最后，关于“政府作用”变量的量化研究应给予重点关注，加强对政府作用变量的概念内涵、特征的阐释，从而实现研究变量的指标构建和变量测量，以及政府作用影响共性技术创新的量化实证研究。
（2）政府作用影响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机理研究
已有研究虽普遍认识到了政府作用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关于政府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和作用机理关注依然不够。未来研究应在细分政府作用具体类型的基础上，基于共性技术及所处行业的不同，综合运用多种定量研究方法和工具，识别上述两者作用过程中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系统把握政府作用影响共性技术创新的路径关系及作用程度。
（3）政府作用驱动共性技术创新的动态性研究
[bookmark: _GoBack]共性技术的应用基础性和竞争前阶段等特征，决定了共性技术创新的周期长，且不确定性强。因此，有必要研究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动态规律性，从而实现政府作用的动态适应性调整。为此，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运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构建政府作用驱动下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演化博弈模型，探寻共性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以把握其动态演进规律。二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追踪研究，以探寻政府作用与共性技术创新之间动态的变化关系，把握其动态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而形成基于动态适应的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政策和制度。
（4）政府作用的程度、强度问题研究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关于政府和市场在共性技术创新发展中的责任担负与关系权衡问题，已有文献关注较少，尤其是诸如政府对共性技术创新发展的介入程度、作用强度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未来研究可以对政府作用于共性技术创新的程度和强度等问题进行量化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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